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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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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效识别和治理公务员避责行为，对公务员队伍建设乃至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探讨了繁文缛
节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响。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 427 份公务员样本数据的分
析发现，繁文缛节会触发公务员的避责行为，并通过挑战评估、阻碍评估的传导机制
对避责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提升削弱了繁文缛节对公务
员避责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弱化了阻碍评估对避责行为的正向效应。同时，本文认
为，“问责与避责”的对应关系可能强化了公务员问责预期，是繁文缛节对挑战评估
产生负向影响的潜在原因。公务员自我归因和人际归因的交互作用可能是公共服
务动机对挑战评估与避责行为关系调节效应不明显的原因。研究揭示了繁文缛节
影响公务员避责行为的作用机制，丰富了繁文缛节和公务员避责行为的相关研究，

为提高新时代公务员队伍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

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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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提高新时代公务员队伍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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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
标准，为公务员队伍建设指明了道路。我国公务员是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和行政责任
的承担者，肩负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使命。然而，随着行政环境日益复杂多
变，公务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承担着政治压力和责

任风险，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避责行为( 郭巍青和张艺，2021) 。公务员的避责问题可
能引发背离行为结果、权责失衡、责任泛化等问题( 陶鹏，2016; 张力伟，2018; 盛明科
和陈廷栋，2019 ) ，导致政府改革和创新动力不足( Howlett，2014; Flom and Post，
2016) 。因此，有效识别和治理公务员避责行为，对公务员队伍建设以及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有着重要意义。
公务员避责行为是公务员对负面事件的消极感知所采取的，将成本投入和外部

压力控制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的一系列行为( 倪星和王锐，2017) 。现有研究对公务
员避责行为的基本假设趋于一致: 以问责与避责“一币两面”的对应关系为前提，基
于“理性经济人”的价值取向，公务员以趋利避害的心理驱动和价值选择为前提和隐
性推力( 邹东升，2020) ，在正、负向激励失衡下触发消极倾向( 王惠娜，2020) ，最终外
化为避责行为。公务员避责行为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受到诸如绩效考
核机制、组织支持、问责机制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与个体的问责不当性感知程度、
责任感、道德推脱倾向等个体内在因素息息相关( 武永超，2021; 王英等，2022) 。此
外，在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下，公务员对问责压力的感知程度及工作目标合理性的认

知，同样深刻影响着其避责倾向。当感知问责压力过重或目标设定不合理时，他们
更可能采取避责策略以维护自身利益( 许珂和张芳文，2024) 。综上所述，公务员避
责行为的生成是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需从制度设计、心理引导等多维度研究，以
揭示其运作机理。
作为对实现规则毫无贡献，却仍然有效且需遵从的规则、监管和程序( Bozeman，

1993) ，繁文缛节不仅可能给个体增加沉重的合规负担，还可能降低工作效率( Van
Loon et al．，2016) ，进而诱发公务员的避责倾向。由于公共部门的模糊性、复杂性和
多变性使其难以避免地面对庞杂的规则、规章和程序，且官僚制本身追求稳定，强调
照章办事，繁文缛节普遍存在于公共部门中( Feeney and Ｒainey，2010) 。因此，深入
探究其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响显得尤为关键。现有研究揭示了繁文缛节具有“双
刃剑”效应，即“有害－有益”的二元性质( 郭金元等，2021) 。一方面，繁文缛节可能
被视为阻碍性压力源( Cooke et al．，2019) ，这种压力限制了个体能动性和资源可用性
( Bozeman and Scott，1996) ，对公共部门员工创新、工作绩效、工作参与等行为产生不
利影响( Borst，2018) 。另一方面，繁文缛节也可能被视为挑战性压力源，驱动公务
员主动弥补组织功能缺失，促进工作创新( 郭金元，2022) 。综上所述，繁文缛节既
可能直接影响公务员的避责行为，也可能通过压力评估间接作用于其避责行为。
然而，目前却鲜有研究揭示繁文缛节与公务员避责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

制。因此，厘清这一机制对有效预测和治理公务员避责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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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价值。
作为公务员内在核心驱动力，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务员工作态度与绩效具有深远

的影响。强烈的公共服务动机能够激发公务员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责任感，并产生
更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绩效( 张正军等，2018) 。公共服务动机不仅影响公务员对
繁文缛节的主观感知( Scott and Pandey，2005) ，还有助于公务员在压力之下调整自
身反应，抑制消极状态( 葛蕾蕾，陈昱睿，2022) 。公共服务动机还可能通过“挤出”效
应，在外部动机受到抑制或不足的情况下填补心理落差，促使公务员做出让步与调

整( 谭新雨等，2017) 。因此，公共服务动机在公务员行为决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它不仅可能直接调节繁文缛节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响，还可能有效干预公
务员压力评估后的行为反应，进而间接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文立足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借助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以公务员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繁文缛节和避责行为之间的关

系。本文试图从两个维度进行验证。其一，繁文缛节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响，并
以挑战－阻碍评估为中介变量来剖析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其二，公共服务动机在
繁文缛节和避责行为之间，以及挑战－阻碍评估和避责行为之间的调节效应，阐释个
体动机和组织因素的交互作用。综上，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深入剖析繁文
缛节影响公务员避责行为的过程机制与边界条件，为有效纠治公务员避责行为提供

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 一) 繁文缛节与避责行为

繁文缛节是影响公务员心理与行为的关键因素( 林亚清，2021) 。现有研究基于
“有益说－有害说”两种不同视角证明了繁文缛节具有积极、消极的二元结构( 林民
望，2015) ，在不同情境下对公务员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不同影响。然而，从繁文缛节
的定义和“问责与避责”的对应关系来考量，繁文缛节虽然利于官僚控制和官员问
责，但却会衍生出额外的工作压力和合规负担，限制公务员的正常治理活动，使个体

承担巨大的工作压力( Feeney and DeHart-Davis，2009) ，并进一步增强公务员对繁文
缛节的问责预期( 李倩，2022) 。相关研究也证实，在地方实践中，繁杂事务和制度紧
缩的确会导致避责行为( 刘军和周建国，2023) 。因此，繁文缛节的合规控制和问责
有可能使公务员产生相应的避责倾向，削弱公务员主动担当的动机，诱发避责行为。
同时，当程序和规定过于复杂时，责任界限可能变得模糊。公务员可能会利用这种
模糊性来推诿责任，尤其是在跨部门或多层级的合作中，甚至可能会将繁文缛节作为

不作为或决策失误的借口，其注意力也会更多地分配到如何应付合规要求上( DeHart-
Davis and Pandey，2005) ，并进一步演化为避责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繁文缛节对避责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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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挑战评估、阻碍评估的中介作用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强调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对压力进行的认知评价会影响其应

对策略和行为选择。学者更多地关注于压力带来的良性和压力性的两种变化，并在
具体实践中，以挑战性和阻碍性两类评价方式作为个体评价压力的主要方式( 姜福

斌和王震，2022)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压力评估是二元对立的，特定压力源
可能同时被评估为挑战性与阻碍性( Lazarus and Folkman，1984) 。
繁文缛节被定义为损害行政效率和公务员个体心理的官僚病，其本质是公务员

对公共利益的产出与投入的失衡，具有阻碍性特征。相关研究证明，繁文缛节被视
为损耗个体心理资源和阻碍工作行为的因素之一( 郭金元和陈志霞，2023) ，不仅为
个体带来了合规负担( Feeney and DeHart-Davis，2009) ，而且导致其工作效能的缺失，
对个体的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等造成了损害( Van Loon et al．，2016; Borst，2018) 。
公务员在面对繁文缛节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以应对额外工作，并且承担额外

的问责压力，可能将其评价为阻碍正常工作行为或治理活动的压力源。
在对繁文缛节有限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也逐渐关注到了繁文缛节的积极作用。

研究发现，在工作需求与工作资源匹配的情况下，繁文缛节更可能被视为挑战而非

阻碍性压力源( 郭金元等，2021) ，激发公务员主动寻求变革的动机与创新行为( 郭金
元，2022) ，甚至倒逼组织创新以求变革( Moon and Bretschneiber，2002) 。因此，繁文
缛节对公务员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负面因

素。繁文缛节带来的压力很可能坚定公务员变革的决心，使其作出挑战评估。基于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 繁文缛节对阻碍评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 繁文缛节对挑战评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认为，执行任务过程中的压力会增强个体的压力感知，使其

产生相应的态度和行为。压力认知评价不仅是个体面对压力作出评估的过程，同时
也是个体通过判断能否使用各种应对机制来改善当前压力状况而产生的结果( 杜林

致和陈雨欣，2023) 。当个体的评估结果表明压力源会阻碍自身利益和发展时，其有
可能采取聚焦情绪的应对策略。反之，当个体评估结果显示压力源在自身努力之下
具有解决的可能，并在克服压力后对自身产生正向影响时，个体更可能采用聚焦问

题的应对策略，以积极的状态解决问题。这两种应对方式的本质均是减轻压力源对
个体的危害，体现了不同评价结果对个体反应的不同影响。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当公务员个体作出阻碍评估时，代表个体将当前的压

力视为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阻碍，对其工作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产生潜在的利

益损失预期，容易使个体产生退缩倾向，损害其主动担当的动机，影响正常工作

( Mackey and Perrewé，2014) ，并促使个体采取避责策略来规避问责风险和利益损失，
诱发避责行为。然而，当公务员个体作出挑战评估时，代表其认为当前的压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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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且利于自身发展，并积极调动个体资源以解决当前面临的压力。在这种情况
下，挑战评估能够激发员工的认知灵活性与行为适应性，有利于个体主动融入工作，

进而增加其主动性和承担风险的行为倾向( 李其容等，2022)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H2c: 阻碍评估对避责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H2d: 挑战评估对避责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既强调个体对压力源的初级评价，即个体面对压力源的认知

判断; 同时又强调次级评价，即个体面对压力源的反应过程。这两个评价环节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基于上述相关假设，结合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本文认为，繁文缛节
可能经由公务员个体的阻碍评估和挑战评估的传递机制影响其避责行为。具体而
言，一方面，繁文缛节因其干扰治理活动和降低行政效率的特征，可能引发公务员内

在的消极认知( Davis and Pink-Harper，2016) ，并驱使公务员对压力源进行阻碍评估，
从而导致避责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繁文缛节同样有可能被视为挑战性压力源，
促使公务员以积极姿态面对问题，坚定克服困难的决心，并激发变革的热情与担当

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公务员更倾向于积极参与改革，主动承担责任，从而有效避免
避责行为的发生。因此，阻碍评估和挑战评估充当有效的中介机制，使繁文缛节通
过二者影响公务员的认知评价，进一步影响其避责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2e: 阻碍评估在繁文缛节对避责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H2f: 挑战评估在繁文缛节对避责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 三) 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作用

动机是个体特征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内生动力( 胡国鹏等，

2022) 。公共服务动机是在公共领域开展有益于民生福祉行动的内在动机( Perry
and Hondeghem，2008) ，并且与公务员群体的公共性相呼应———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
更有助于公务员产生造福大众和社会的倾向和行为( 柯江林等，2020) ，对改善政府
公共服务质量、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服务动机是调节公务员心理的重要因素，深刻影响着其工作态度与行为模

式。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对公务员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程度等积极因素具有
正向影响( Camilleri，2007) ，有助于提升基层公务员的主动性行为，缓解职业倦怠、
“为官不为”等问题( 文宏和张书，2017; 林琼和熊节春，2018; 元帅等，2022) 。高公共
服务动机的公务员更倾向于自我驱动，关注自身的行动是否能够对他人产生积极的

影响( 林亚清和张宇卿，2019) ，这种内在驱动力促使他们超越个人利益界限，积极寻
求公共利益与个人责任的平衡。在面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时，他们更可能
选择承担更高的问责风险以换取公共利益( 吴金兴和祝哲，2023) 。进一步地，当面
临繁文缛节时，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公务员能够通过利他动机的心理授权对工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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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内在归因，激发工作的自主性，提升个体的工作效能( Feeney，2012; 郭金元等，
2021) 。这种心理机制促使他们不仅不视繁文缛节为负担，反而视为达成更高层次
公共服务目标的必要环节，进而在工作中展现出更高的自主性和效能感，从而有效

避免避责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 公共服务动机负向调节繁文缛节与避责行为的关系，即公务员公共服务

动机水平越高，繁文缛节对避责行为的影响越弱。
根据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的核心观点，个体的压力反应经历了从初级到次级的评

价过程，这一过程首先涉及“我从中受益或受害”的初步判断，随后转向更为具体的
“我能采取何种行动”的次级评估( 姜福斌和王震，2022) 。在探讨繁文缛节对公务员
避责行为的影响时，不仅要关注其直接效应，更需深入理解和干预公务员对于繁文

缛节的次级评价。聚焦于这一层面的认知调整与引导有助于更有效地矫治公务员
的避责行为。
公共服务动机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对公务员的身心健康具有显著的保护作

用，能够减轻工作压力对身心造成的伤害( Liu et al．，2015) 。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公务
员展现出更高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这种积极心态使他们在面对工作压力时表现出

更强的抗压能力( 林琼和熊节春，2018) 。具体而言，当公务员对繁文缛节作出阻碍
评估时，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则有助于公务员保持工作投入和良好的绩效，更好地

应对和处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Bakker，2015) ，提升自身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从
而有效抑制避责行为。而当公务员对繁文缛节作出挑战评估时，组织使命与其内在
动机具有一致性，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则有助于公务员将压力内化为动力，主动投

入公共服务的工作中，这种内在驱动不仅不会消耗其自主性( Ｒyan and Deci，2000) ，
反而会强化公务员主动担当的动机和参与变革的行动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3b: 公共服务动机负向调节阻碍评估与避责行为的关系，即公务员公共服务
动机水平越高，阻碍评估对避责行为的影响越弱。

H3c: 公共服务动机正向调节挑战评估与避责行为的关系，即公务员公共服务
动机水平越高，挑战评估对避责行为的影响越强。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进一步推论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假设，即公共服务动

机对阻碍评估和挑战评估在繁文缛节与公务员避责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可能存

在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在面对阻碍评估时，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公务员对短期困境
有着更好的行为管理，降低了因繁文缛节而产生避责行为的可能。同样地，高公共
服务动机的公务员在进行挑战评估时，能够更有效地将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相结

合，形成强烈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面对繁文缛节，进而减少避

责行为的发生。基于此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 公共服务动机负向调节了繁文缛节经由阻碍评估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间

接效应，这一间接效应在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下比在低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下更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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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b: 公共服务动机正向调节了繁文缛节经由挑战评估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间
接效应，这一间接效应在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下比在低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下更强。
综上，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采集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借助“问卷星”平台，利用校内的校友资源和 MPA 班学员
资源，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在河南、湖北、山东等地共发放问卷 560份，删除答题时间异
常、作答有较明显规律等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427份，有效回收率为 76．25%。
样本统计从性别上看，男性 194人，占比 45．43%; 女性 233 人，占比 54．57%。从年龄
分布上看，25岁及以下 81 人，占比 18．97%; 26 ～ 30 岁 157 人，占比 36．77%; 31 ～ 40 岁
133人，占比 31．15%; 41 ～ 50 岁 33 人，占比 7．73%; 51 岁及以上 23 人，占比 5．39%。
从学历上看，高中及以下 2人，占比 0．47%; 大专 16 人，占比 3．75%; 本科 285 人，占
比 66．75%; 硕士及以上 124人，占比 29．04%。从行政级别上看，地厅级及以上( 含巡
视员) 2人，占比 0．47%; 县处级( 含调研员) 18 人，占比 4．22%; 科级 135 人，占比 31．
62%; 科员 272人，占比 63．70%①。

( 二) 所用量表

本文使用的量表均为国内外成熟量表且被广泛运用在国内外不同组织场景中。
除控制变量外，其余量表均采用 Likert-5点计分法，其中 1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
常同意，并对反向问题进行了正向化处理。
繁文缛节采用 Jacobsen 和 Jakobsen 于 2018 年编制修订的量表( Jacobsen and

① 学历、行政级别百分比与 100%有 0．01%的差距。这里并非数据出现谬误，而是由于四舍五入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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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obsen，2018) ，共包括 3个题项。量表示例为“规则和程序使单位中的工作流程比
实际需要的更加烦琐”。挑战－阻碍压力评估采用 Lepine等于 2016 年编制修订的量
表( LePine et al．，2016) ，共 6个题项。其中挑战、阻碍评估各 3个题项。挑战评估量
表示例为“我认为时间压力对实现我个人工作目标和成就来说，是一种挑战”; 阻碍
评估量表示例为“我认为时间压力对实现我个人工作目标和成就来说，是一种限
制”。公共服务动机采用了包元杰等于 2016 年编制的量表( 包元杰和李超平，
2016) ，共 8个题项。量表示例为“公务员的行为一定要符合伦理规则”。避责行为
采用了涂文燕等于 2022年编制的量表( 涂文燕和公婷，2022) ，共 7 个题项。量表示
例为“我严格遵循文件，不愿作出任何改变”。本文所选量表在国内外研究中均被广
泛应用。
本文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行政级别作为控制变量。

( 三) 测量工具

本文使用 AMOS 24．0 和 SPSS 26．0 对问卷数据和研究假设数据进行分析和验
证。首先，使用 AMOS 24．0对各主要变量进行同源偏差检验以及量表信效度检验，
之后使用 SPSS 26．0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并利用
Process宏中的 Bootstrap程序进行条件过程分析，同时将随机重复抽取样本次数设置
为 5000次。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 一) 数据结果分析

为了降低同源数据偏差和社会期许偏差，本研究在问卷中明确要求所有被试采

用匿名方式填答，并强调了问卷数据的学术用途和绝对保密性，以降低被试的社会

期许偏差。本文根据周浩和龙立荣的相关研究( 周浩和龙立荣，2004)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数据的同源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主成分的变异解释率
为 27．721%，低于 40%的临界值，说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干扰。鉴于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的局限性，本文进一步采用 ULMC 法检验共同方法变异，如表 1

所示，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拟合度有所优化，但模型拟合度指标变化量均不显著

( ΔSＲMＲ= 0．015，ΔCFI= 0．033，ΔGFI= 0．027，ΔIFI = 0．032，ΔTLI = 0．033，ΔＲMSEA= 0．
012) ，说明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 温忠麟等，2018) 。

本文对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使用 AMOS 24．0 对所有测量变量题项进行
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见表 1。结果显示，五因子模型拟合度最优( χ2 /df =

1．976，SＲMＲ = 0． 055，CFI = 0． 935，IFI = 0． 936，GFI = 0． 915，TLI = 0． 925，ＲMSEA =

0．048) ，且显示出了较好的模型适配度。这表明，本文涉及的繁文缛节、挑战评估、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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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评估、公共服务动机和避责行为五个变量之间存在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区分效度

模型 因子 χ2 /DF SＲMＲ CFI IFI GFI TLI ＲMSEA

六因子 ＲT，CA，HA，PSM，BA，CMV 1．544 0．040 0．968 0．968 0．942 0．958 0．036

五因子 ＲT，CA，HA，PSM，BA 1．976 0．055 0．935 0．936 0．915 0．925 0．048

四因子 ＲT，CA+HA，PSM，BA 3．993 0．089 0．795 0．797 0．820 0．769 0．084

三因子 ＲT，CA+HA，PSM+BA 4．619 0．095 0．749 0．751 0．786 0．721 0．092

二因子 ＲT+CA+HA，PSM+BA 5．694 0．099 0．672 0．675 0．749 0．638 0．105

单因子 ＲT+CA+HA+PSM+BA 6．892 0．100 0．585 0．588 0．710 0．546 0．118

注: ＲT=繁文缛节; CA =挑战评估; HA =阻碍评估; PSM =公共服务动机; BA =避责行为; CMV =共同方法
因子。

本文对各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繁文缛节、挑战评估、阻碍
评估、公共服务动机、避责行为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736 ～ 0．805 之间，CＲ
值介于 0．822～0．887之间，Cronbach＇s α系数与 CＲ值均大于 0．7。这表明，本文所用
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本文采用平均方差萃取量( AVE) 对量表的聚合效度进行评
判。结果表明，繁文缛节、挑战评估、阻碍评估、避责行为量表的 AVE 值介于0．507～
0．724之间，均高于 0．5的标准，达到理想水平。公共服务动机的 AVE 值为 0．440，也
高于 0．36的可接受范围( 杨铃等，2023) 。以上数据表明，本文所使用的量表具有较
好的信效度，适合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 2 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Cronbach＇s α CＲ AVE

繁文缛节 0．783 0．873 0．698

挑战评估 0．736 0．822 0．608

阻碍评估 0．805 0．887 0．724

公共服务动机 0．761 0．823 0．440

避责行为 0．786 0．857 0．507

( 二)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对总体样本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同时列明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
数，结果见表 3。
结果表明，繁文缛节与避责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r = 0．482，p＜0．01) ，与

阻碍评估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r= 0．370，p＜0．01) 。同时，挑战评估与避责行为之
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r=－0．528，p＜0．01) ，阻碍评估则与避责行为之间呈现显著的正
相关( r=0．0．372，p＜0．01) 。繁文缛节与挑战评估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r=－0．24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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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与假设 H2b相冲突。由于其仍然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故仍将繁文缛节与挑
战评估代入之后的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保证研究的完整性。虽
然部分变量间相关系数高于 0．5，但经验证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2，说明不存在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性别 1．546 0．498 1

2．年龄 2．438 1．052 －0．161＊＊ 1

3．学历 3．244 0．537 0．143＊＊ －0．189＊＊ 1

4．行政
级别

3．585 0．597 0．091 －0．410＊＊ －0．058 1

5．繁文
缛节

3．363 0．920 0．028 －0．110* 0．050 0．127＊＊ 1

6．挑战
评估

3．988 0．616 －0．056 0．111* －0．110* －0．124* －0．243＊＊ 1

7．阻碍
评估

2．367 0．887 0．028 －0．063 0．027 0．096* 0．370＊＊ －0．357＊＊ 1

8．公共服
务动机

4．090 0．468 －0．088 0．114* －0．105* －0．076 －0．207＊＊ 0．500＊＊ －0．221＊＊ 1

9．避责
行为

2．258 0．651 －0．002 －0．199＊＊ 0．097* 0．185＊＊ 0．482＊＊ －0．528＊＊ 0．372＊＊ －0．477＊＊ 1

注: N= 427，＊＊表示 p＜0．01，* 表示 p＜0．05。

( 三) 假设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分步线性回归分析进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M6表示，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繁文缛节对避责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β= 0．457，p＜0．001，ΔＲ2 = 0．256) ，说明高水平的繁文缛节更容易导致公务员出现避
责行为，假设 H1得到验证。

M2、M4表示，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繁文缛节对挑战评估具有显著负向影
响( β= －0．224，p＜0．01，ΔＲ2 = 0．069) ，对阻碍评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 = 0．363，p＜0．
01，ΔＲ2 = 0．130) 。这说明，繁文缛节对阻碍评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挑战评估具有
显著负向影响。假设 H2a得到验证，H2b 未得到验证。M7、M9表示，在考虑控制变量
的情况下，挑战评估对避责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β= －0．505，p＜0．01，ΔＲ2 = 0．300) ，
阻碍评估对避责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 β = 0． 353，p ＜ 0． 01，ΔＲ2 = 0． 175 ) 。
假设H2c、H2d得到验证。假设H2b的正向影响虽未得到验证，但在分步线性回归



200 公共管理评论 2025年第 2期



繁文缛节如何触发公务员避责行为? ———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201

过程中的负向影响显著。下文将依据假设 H2b的实际数据继续进行数据分析和讨论。
本文根据 Baron和 Kenny的研究，分别检验挑战评估、阻碍评估在繁文缛节与避

责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Baron and Kenny，1986) 。M8 显示，在繁文缛节和避责行为
中加入挑战评估时，繁文缛节对避责行为的影响明显减弱( β= 0．362，p＜0．01，ΔＲ2 = 0．
421) 。M10显示，在繁文缛节和避责行为中加入阻碍评估时，繁文缛节对避责行为
的影响也出现了减弱( β= 0．378，p＜0．01，ΔＲ2 = 0．296) 。为保证中介效应检验的稳健
性，本文使用 Process宏中的 Bootstrap 法对阻碍评估和挑战评估的中介效应进行检
验，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显示，挑战评估的中介效应中，95%的置信区间为［0．
0454，0．1075］，阻碍评估中介效应中，95%的置信区间为［0．0306，0．0915］，区间内皆
不包含 0。这表明，阻碍评估和挑战评估两者在繁文缛节对避责行为的回归关系中
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2e、H2f得到验证。
本研究利用 SPSS 26．0对公共服务动机在繁文缛节与避责行为，挑战评估与避

责行为，阻碍评估与避责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第一步，分别进行控制
变量对繁文缛节、挑战评估、阻碍评估的回归分析，第二步，分别进行繁文缛节对避
责行为、挑战评估对避责行为、阻碍评估对避责行为的回归，第三步，加入调节变量
公共服务动机，第四步，分别加入中心化处理后的繁文缛节与公共服务动机、挑战评
估与公共服务动机、阻碍评估与公共服务动机的交互项。分步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公共服务动机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类型
避责行为

M11 M12 M13 M14 M15

控制变量

性别 －0．049 －0．076 －0．067 －0．073 －0．076

年龄 －0．133* －0．101* －0．077 －0．097* －0．090*

学历 0．087 0．047 0．036 0．023 0．039

行政级别 0．140* 0．119* 0．091* 0．089* 0．106*

自变量 繁文缛节 0．411＊＊

中介变量
挑战评估 －0．352＊＊

阻碍评估 0．280＊＊

调节变量 公共服务动机 －0．458＊＊ －0．361＊＊ －0．272＊＊ －0．387＊＊

交互项

繁文缛节×公共服务动机 －0．091*

挑战评估×公共服务动机 0．051

阻碍评估×公共服务动机 －0．108＊＊

Ｒ2 0．061 0．265 0．411 0．367 0．344

ΔＲ2 0．052＊＊ 0．256＊＊ 0．401＊＊ 0．357＊＊ 0．333＊＊

F 6．847＊＊ 30．356＊＊ 41．691＊＊ 34．766＊＊ 31．450＊＊

注: N= 427，＊＊表示 p＜0．01，* 表示 p＜0．05，双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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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繁文缛节与公共服务动机的交互项对避责行为的回归系数为 β=－0．091，
且 p＜0．05，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作用显著。这说明公共服务动机负向调节了繁文缛
节对避责行为的影响，即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越高，繁文缛节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

响越弱。假设 H3a得到验证。挑战评估与公共服务动机的交互项对避责行为的回
归系数为 β= 0．051，且 p＞0．05，这说明挑战评估对避责行为的影响中，公共服务动机
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假设 H3c、H4b未得到验证。阻碍评估与公共服务动机的交互项
对避责行为的回归系数为 β= －0．108，且 p＜0．01，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作用显著。这
说明公共服务动机负向调节了阻碍评估对避责行为的影响，即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越

高，阻碍评估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响越弱。假设 H3b得到验证。
图 2、图 3以一个标准差为基准作图，分别呈现了公共服务动机处于低值和高值

时，其在繁文缛节和避责行为、阻碍评估和避责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由图 2、图 3可知，相比于低值，当公共服务动机处于较高水平时，繁文缛节对避

责行为的影响程度会明显下降且斜率更小，阻碍评估对避责行为的影响也有着相似

的效果。这表明，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提高不仅会负向调节繁文缛节对避责行为的
正向影响，也会负向调节阻碍评估对避责行为的正向影响。假设 H3a、H3b进一步得
到验证。

图 2 公共服务动机对繁文缛节与避责行为的调节作用效果

图 3 公共服务动机对阻碍评估与避责行为的调节作用效果

进一步探讨公共服务动机不同水平下在繁文缛节和避责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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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文使用 Process宏中的 Bootstrap 法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进行 5000
次重复抽样，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公共服务动机
条件间接效应 有调节的中介

效应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INDEX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低值 0．076 0．023 0．035 0．126

平均值 0．046 0．015 0．019 0．077

高值 0．017 0．018 －0．020 0．053

－0．064 0．031 －0．131 －0．007

当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较低时，繁文缛节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间接效应

为 0．076，置信区间为［0．035，0．126］，包含 0，间接效应显著; 当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
机水平较高时，该间接效应为 0．017，置信区间为［－0．020，0．053］，不包含 0，间接效
应不显著。这表明，随着公共服务动机水平的提升，阻碍评估在繁文缛节和公务员
避责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逐渐减弱，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越高，阻碍评估的中介效

应越弱。同时，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判定指标 INDEX值为－0．064，置信区间为［－0．131，－
0．007］，不包含 0，进一步证实公共服务动机对阻碍评估在繁文缛节和公务员避责行
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存在调节作用，假设 H4a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 一)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427份公务员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繁文缛节如何通过个体压力评估
影响公务员避责行为。通过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繁文缛节对公务避
责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对阻碍评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挑战评估存在显著

负向影响。挑战评估、阻碍评估在繁文缛节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
介效应。公共服务动机负向调节了繁文缛节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响，且负向调节
了阻碍评估对避责行为的影响。同时，高公共服务动机水平能够显著降低繁文缛节
通过阻碍评估对避责行为的正向影响。
同样，本文也发现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繁文缛节对挑战评估的正向影

响未得到验证，数据反而显示其对挑战评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经由这种传递

机制进而影响公务员避责行为。研究推测，繁文缛节具有“功能缺失”和“合规负担”
两个关键维度( Van Loon et al．，2016) ，二者共同影响繁文缛节程度的大小。当组织
功能缺失较多，而合规负担较低的条件下，公务员更有可能将繁文缛节视为挑战而

非阻碍性压力源，促进公务员创新工作行为和变革行为( 林亚清，2021; 郭金元，
2022) 。然而，强调“问责与避责”的对应关系可能强化了公务员的问责预期，使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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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问责的感知更为清晰，不得不正视繁文缛节所带来的合规压力，不符合“高功能
缺失，低合规负担”的条件，不利于将繁文缛节评估为促进个人成长或激发潜能的挑
战性因素。因此，繁文缛节更多地被认知为阻碍个人成长和成就实现的负面因素，
而非促进个人发展的挑战。这种认知差异直接影响了公务员对工作任务的态度和
应对策略，使其倾向于采取避责行为以减少潜在风险和责任负担。
其次，公共服务动机对挑战评估与避责行为之间的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这

可从归因与动机的互动关系进行解释。归因理论揭示了个体如何对观察到的行为
或事件进行因果关系的推断，这一过程的核心目的在于更精准地评价、理解并预测
自身行为及所处环境，同时维持对行为和环境的掌控感( 高记和冯婧雯，2024) 。归
因分为自我归因和人际归因，并由此形成个人动机和社会动机( Weiner，2000) 。自
我指向的动机与成功的期望相联系，并且特定的情绪是自我指向的。而社会动机包
括与他人责任推断有关的责任过程，是他人指向的。虽然个人动机和社会动机系统
相互独立，但两者会相互交织并相互作用( 张爱卿，2003) 。从公务员个体来说，公共
服务动机属于社会动机，而公务员对压力源作出的评估则更偏向于个人动机。低公
共服务动机水平可能并不会影响公务员进行自我归因并触发个人动机，个体仍会通

过努力缓解压力，触发个体主动变革的动机，避免个体出现避责行为。这可能是公
共服务动机水平无法正向调节挑战评估与避责行为关系的原因。

( 二) 理论意义

1． 繁文缛节是导致公务员出现避责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问责与避责常被看作“一币两面”的对应关系( Hood，2014) 。现有研究侧重于研

究繁文缛节对个体时间和精力的损耗所产生的消极效果，尚未以定量方法探究繁文

缛节与问责－避责的对应关系，以及其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压
力认知评价理论，证明了公务员不仅承担着工作本身带来的时间和精力的损耗，繁

文缛节也同样可能使公务员产生问责预期，引发公务员避责行为，进一步揭示了公

务员避责行为的生成机制，验证了问责与避责之间“一币两面”的逻辑关系，并以量
化研究的方法丰富了公务员避责行为的相关研究，弥补了公务员避责行为现有研究

的不足。
2． 繁文缛节通过挑战 阻碍评估的中介作用影响公务员避责行为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不仅关注繁文缛节对公务员的消极影响，同时也逐渐关

注到了其对公务员的积极作用。然而，现有研究侧重于繁文缛节带来的任务本身造
成的压力，忽略了其带来的问责压力同样能对公务员行为产生影响。实证结果表
明，繁文缛节正向影响公务员阻碍评估，并经由阻碍评估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公务

员避责行为，支持了繁文缛节有可能对公务员造成消极影响的观点( Borst，2018) 。
同时，原有假设中繁文缛节的“双刃剑”作用却未得到验证，反而证明繁文缛节负向
影响了公务员个体的挑战评估，并经由挑战评估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公务员的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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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这一发现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繁文缛节的相关研究成果( 郭金元，2022) ，证明
了其对公务员心理和行为影响的复杂性，有助于推动繁文缛节在具体复杂情境下的

后续研究。
3． 公共服务动机有效地调节了繁文缛节对避责行为的直接影响，同时能帮助公

务员个体有效平衡阻碍评估所带来的压力，以更好地应对公务员的避责行为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公共服务动机与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关系。作为调节公务员
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公共服务动机可以有效地将繁文缛节内化为自身参与公共

治理的动机，提升公务员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而有效抑制避责行为。高公共
服务动机水平不仅抑制了公务员在作出阻碍评估时对避责行为的正向影响，同时也

削弱了繁文缛节经由阻碍评估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公共服

务动机作为调节工作压力的重要因素能有效改善公务员在面对工作压力时的心理

与认知( 孙德超和周媛媛，2020) ，深化了公共服务动机作为调节变量的相关研究。

( 三) 实践启示

第一，有效剪除繁文缛节，坚持“求真务实、清正廉洁”制度导向。管理者需优化
管理程序，监管工作过程要删繁就简，精准识别相关制度，坚持以有效规则指导工

作，提升工作针对性、价值指向性、结果有效性。及时消除“文山会海、迎来送往”等
一系列繁文缛节。同时，管理者也要警惕“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
对官僚主义”，平衡行政效率和合法性压力，警惕减负增效工作浮于表面而造成的痕
迹化、文本化问题，避免公务员产生避责行为。
第二，要加强公务员压力管理与压力评估引导。管理者应主动介入公务员个体

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的优化，精简工作程序，培养公务员调动组织资源和社会资

源的能力，使公务员能以更充足的资源条件解决工作难题，化阻碍为挑战，化压力为

动力。同时，管理者也要统筹把控组织内部的压力状况，构建高效便捷的压力管理
疏导机制，引导公务员聚焦解决问题而非压力本身，有效改善公务员的压力评估

状态。
第三，要重视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培养。管理者应坚持人民本位的价值导

向，将公务员培育进程与党和国家的核心指导原则深度融合，着力激发公务员服务

人民、奉献大众的内驱力，塑造以公共精神为主导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体系。
此外，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培养也需紧密契合中国国情与文化背景，深深植根于

中国大地，通过本土化路径，进一步激发公务员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积极性与使命感。

( 四)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首先，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数
据验证了繁文缛节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直接效应、挑战－阻碍评估的中介效应和公
共服务动机的调节效应。但受制于时间因素，问卷无法反映和验证时间维度上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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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律和发展动态。未来研究中可开展追踪调查，探究在不同时间跨度下繁文缛节
对公务员避责行为影响的演变轨迹。其次，问卷选取上，本文选用的部分量表源于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量表设计本身在中国文化、社会观念等本土化因素上的考量可
能有所欠缺，后续研究可对相关量表进行相应的修订和改进，对公务员的国家、地
域、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本文在公共服务动机正向调节挑战评估对避责行为
的影响，以及调节繁文缛节经由挑战评估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间接效应这两个假设

未得到验证，虽然本文对其进行了一定的解释和剖析，但其内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

索。未来研究可着重探究挑战评估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以进一步揭示公务员避
责行为的潜在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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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Ｒed Tape Triggers Ｒ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 by
Civil Servant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LI Yongkang XIA Hongbo

(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Management，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Effectively identifying and managing civil servants ＇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 service team as well as to
the capacity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This study，grounded in
a cognitive appraisal of stress and based on data from 427 valid questionnaires completed
by civil servants，analyzes the impact of red tape on civil servants＇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

Our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ed tape is a critical factor influencing civil
servants＇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 Ｒed tape exerts a direct negative impact on
both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 and challenge appraisal，while exert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hindrance appraisal． Challenge appraisal negatively affects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whereas hindrance appraisal positively influences such behavior． Both
appraisal types mediate the effects of red tape on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 PSM) ，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variable，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impact of red tape on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 and similarly weakens the effects of
hindrance appraisal on such behavior．

Notably，we hypothesized that red tape would exhibit a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by
simultaneously increasing hindrance appraisal ( a negative pathway ) and enhancing
challenge appraisal ( a positive pathway) ． However，this hypothesis was not supported．
Contrary to the original assumption that red tape would positively influence challenge
appraisal，the data demonstrat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f red tape on challenge
appraisal． We posit that the tensions between account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may heighten civil servants＇ expectations of being held accountable． This dynamic might
explain why red tape undermines challenge appraisal． Additionally，the moderating role of
PS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llenge appraisal and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
was not supported． This may occur because PSM levels do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civil
servants ＇ self-attribution processes and do not activate their personal motivations;
individuals might alleviate stress through personal efforts to avoid blame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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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On this basis，the study elucidat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red tape influences

civil servants ＇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enriching research on bureaucratic red
tape and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dynamics while providing direct and detaile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offer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actical efforts to reduce red tape and to address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practices among civil servants． These insights provid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nhancing and advancing the capability an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Keywords: red tape; responsibility avoidance behavior;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challenge appraisal; hindrance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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